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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粮食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热点问题，而增加种粮农户收入、提高种粮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是确保粮食安全
供给的关键。利用泰尔指数对我国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区域差异变化进行测度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经营性收入和

工资性收入仍是主产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区域总泰尔指数较小，但自２００８年以来有上升趋势，主产区内农民收入
相对均衡，微小的波动主要源于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区域间泰尔指数较小，呈下降趋势；各区域内农民收入和各

收入来源差异呈现不同走势。并针对如何提高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缩小区域内农民收入差异、促进主产区农民粮食

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等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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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安全被定义为“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获得或者
购买到足够的、安全的、有营养的粮食，以满足积极健康的生

活所必须的饮食要求和食品偏好”［１］。粮食安全作为世界性

热点问题，关乎各国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２］。中国是一个人

口大国和粮食生产大国，对粮食需求十分旺盛并呈逐年增长

趋势，因此，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对缓解世界粮食安全态势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要保证中国粮食安全，关键在于增加

种粮农户的种粮收益，提高种粮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对此，中

国政府作出了巨大的努力，２００４年央１号文件明确指出“集
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

入”，２００８年中央１号文件也明确指出“突出加强农业基础建
设，积极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努力保障主要农

产品基本供给”，并且２０１４年１号文件还进一步指出，要使
“粮食生产再创历史新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近

年来，国内外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的相关研究已经很多，并取得

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１）关于农民收入水
平现状分析。如万年庆等通过对我国各省区的农民收入情况

进行对比，发现家庭经营性收入不断下降，而工资性收入逐步

上升，提出要加大力度提升农民收入结构层次，尤其是农民工

资性收入水平［３］。（２）关于农民收入区域差异演变及构成分
析。Ｇｕｓｔａｆｓｓｓｏｎ等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变动情况进行分析解
释，认为改革与发展等诸多原因导致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不

断扩大，增加非农就业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４－５］；王承宗对农

民收入增长结构变迁进行动态分析，并提出要提高农民收入

就要建设农村新型社区、发展特色农业、创新金融管理，以及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６］。（３）关于影响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
长因素分析。张振强等分析了河南省农民收入结构变动特

征，指出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家庭生命周期、地理差异、教育、农

村产业结构变化、区域市场差异、农村制度变革［７］。上述研

究大部分集中在对农民收入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而关于区

域差异分析也多从全国角度进行，未针对粮食主产区作为重

点区域分析。粮食主产区是我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地区，具有

较相似的特点，即“产粮大县，财政穷县”，面积大、人口多、经

济落后，农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因此，本研究试图以１３个
粮食主产区为研究对象，对主产区农民收入结构进行分析

（并以主销区为对比），利用泰尔指数对主产区区域差异进行

测度分析，最后通过结果分析，为如何提高主产区农民收入，

缩小区域内农民收入差异提出建议。

１　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现状分析

粮食主产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由１９９３年的８５４．９５元增加
到２０１２年的８２６１．９２元，年均增长１２．６８％，高于全国水平
１２％。从收入来源看，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
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均呈现增长趋势，其中，财产性收入增长最

快，从４．９０元增加到２１３．５６元，年均增长２１．９８％。十七大
报告强调“个人拥有财产普遍化”，农村土地征占用补偿水平

提高、农民土地流转和房屋出租增多、参加入股投资分红人数

增加等因素使农民财产性收入快速增加；其次为工资性收入，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

移，工资性收入由 １９４．５元增加到 ３４４７．５元，年均增长
１７１７％；转移性收入年均增长率与工资性收入相当，这与政
府部门实施了一系列的强农惠农政策有关，如４项补贴支出
由２００４年的１４５．２亿元增到２０１０年的１３４４．９亿元，年均增
长７５％左右。从收入构成比例来看，家庭经营性收入逐渐降
低，工资性收入逐渐增加，但家庭经营性收入仍是农民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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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源（表１）。河南、湖北、安徽等省农户人均种粮收入达
１５８１元，占总收入的１／３左右，是“种粮农民”收入来源的重
要渠道［８］。

虽然近年来主产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幅度较大，但与

主销区农民和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差距仍然较大，２０１２

年比例分别为１．４倍、２．２倍，主产区农民收入相对较低。财
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占比例均较小，绝对值也小于主销

区。依据国际经验，财产性收入的正常水平应该接近４０％，
由此，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国际水平，仍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９－１０］。

表１　１９９３—２０１２年粮食主产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结构及比例分析

年份
收入结构（元） 收入结构比例（％）

人均纯收入 工资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１９９３ ８５４．９５ １７７．１０ ６４１．２５ ４．９０ ３１．３２ ２０．７１ ７５．００ ０．５７ ３．６６
１９９４ １１７２．１４ ２３５．１１ ８７４．８３ ２５．０６ ３７．２９ ２０．０６ ７４．６４ ２．１４ ３．１８
１９９５ １５３１．０２ ３１９．３６ １１３０．５７ ３３．８５ ４７．２４ ２０．８６ ７３．８４ ２．２１ ３．０９
１９９６ １９０２．７３ ４２８．２４ １３７５．１２ ３９．３１ ６０．０４ ２２．５１ ７２．２７ ２．０７ ３．１６
１９９７ ２１２７．０６ ５３０．１９ １５１３．０６ ２０．５７ ６３．２３ ２４．９３ ７１．１３ ０．９７ ２．９７
１９９８ ２２２６．５９ ６０４．７３ １５１９．２６ ２６．４９ ７６．１２ ２７．１６ ６８．２３ １．１９ ３．４２
１９９９ ２２７８．３８ ６８４．６５ １４７９．０２ ３１．０３ ８３．６８ ３０．０５ ６４．９２ １．３６ ３．６７
２０００ ２３１７．０４ ７５０．２４ １４６３．２０ ３７．６４ ６５．９６ ３２．３８ ６３．１５ １．６２ ２．８５
２００１ ２４３５．２７ ８１１．８７ １５１４．７３ ３６．９６ ７１．７１ ３３．３４ ６２．２ １．５２ ２．９４
２００２ ２５５４．７７ ８９４．１７ １５４０．５２ ３９．３８ ８０．７１ ３５．００ ６０．３ １．５４ ３．１６
２００３ ２６８７．５８ ９６３．９７ １５８７．６２ ５１．８８ ８４．１１ ３５．８７ ５９．０７ １．９３ ３．１３
２００４ ３０４１．８０ １０４６．７４ １８３８．９５ ５５．２３ １００．８８ ３４．４１ ６０．４６ １．８２ ３．３２
２００５ ３３３３．９４ １１８８．９２ １９４７．０１ ７３．４８ １２４．５２ ３５．６６ ５８．４０ ２．２０ ３．７４
２００６ ３６８６．１３ １４０９．５３ ２０３７．９１ ８３．３４ １５５．３６ ３８．２４ ５５．２９ ２．２６ ４．２１
２００７ ４２７５．２０ １６５１．０３ ２３１７．７６ １０６．４６ １９９．９５ ３８．６２ ５４．２１ ２．４９ ４．６８
２００８ ４９２０．５１ １９０７．７２ ２５９４．５６ １１６．１８ ３０２．０６ ３８．７７ ５２．７３ ２．３６ ６．１４
２００９ ５３１３．１９ ２１０１．８４ ２７０５．００ １３７．８ ３６８．５４ ３９．５６ ５０．９１ ２．５９ ６．９４
２０１０ ６０９６．５９ ２４７３．１１ ３０３３．９１ １７６．８６ ４１２．６９ ４０．５７ ４９．７６ ２．９０ ６．７７
２０１１ ７２６７．９４ ３０７１．１２ ３４７８．０１ １９９．４７ ５１９．３３ ４２．２６ ４７．８５ ２．７４ ７．１５
２０１２ ８２６１．９２ ３５９６．５４ ３８１７．９４ ２１３．５６ ６３３．８８ ４３．５３ ４６．２１ ２．５８ ７．６７

年均增长率（％） １２．６８ １７．１７ ９．８４ ２１．９８ １７．１５

　　注：资料来源于１９９４—２０１３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主产区各区域收入结构变化基本与全国水平一致，东、
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

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占份额均不大。东部地区工

资性收入所占比例高于中西部地区，但经营性收入较低；财产

性收入东部地区要稍微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下降的趋势；转移

性收入近年来所占比例逐年增大，受国家惠农政策倾斜影响

西部要明显高于东中部地区（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粮食主产区年３大经济区域收入构成变化

地区 年份
收入构成比例

工资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东部 ２０１０ ０．４５７ ０．４４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６１
２０１１ ０．４７８ ０．４２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６９
２０１２ ０．４８９ ０．４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７４

中部 ２０１０ ０．３６８ ０．５４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６７
２０１１ ０．３８７ ０．５２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６７
２０１２ ０．４０３ ０．５０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６９

西部 ２０１０ ０．３９１ ０．４８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９２
２０１１ ０．３８６ ０．４８７ ０．０２８ ０．０９８
２０１２ ０．３９１ ０．４６７ ０．０２８ ０．１１５

２　粮食主产区区域差异泰尔指数测度分析

２．１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泰尔指数又称熵指数，１９６７年泰尔（Ｔｈｅｉｌ）将其运用到经

济分析及预测，故称为泰尔指数。泰尔指数具有可分解性，不

仅可以分析地区收入整体分配的合理性，也可以分析区域间

和区域内收入分配的情况，数值越小，区域的不均衡程度越

小。本研究运用泰尔指数对国家实施惠农政策后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２年农民收入结构差异变化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其中
粮食主产区包括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

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四川等１３个省（区），东部
地区为河北、辽宁、江苏、山东等省，中部地区为吉林、黑龙江、

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省，西部地区为四川省和内蒙

古自治区。

２．２　粮食主产区区域总泰尔指数分析
由表３可知，粮食主产区人均纯收入的总泰尔指数较小，

收入分配较为合理，但２００８年以来呈现上升趋势，不均衡程
度有所加大，如２０１２年江苏省人均纯收入为１２２０１．９５元，
而安徽省仅有７１６０．４６元。相对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泰尔指数较大，２０１２年人均财产性
收入最高的是黑龙江省（５８０．３４元），而最低的湖北省只有
６５．８７元。黑龙江是全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政府加快
各项配套改革，优化经济结构，加大支农惠农力度，拉动收入

上升的同时，使居民有更多资金进行投资，进而拉动了财产性

收入的增长。而湖北省人均纯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其财产性

收入也较低［１１］。虽然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是导致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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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收入变动的主要原因，但由于所占份额均较小，人均纯收入

泰尔指数只微小波动。

表３　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粮食主产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及各收入来源泰尔指数

年份
泰尔指数

人均纯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

２００４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２４２ ０．０４８８ ０．３２５３ ０．１４００
２００５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４４１ ０．０４３５ ０．４５５４ ０．１９２８
２００６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３１６ ０．０４７９ ０．３３４１ ０．２２７１
２００７ ０．０１８４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４７６ ０．３８８５ ０．２１０６
２００８ ０．０２０２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５５３ ０．２８８７ ０．２２６９
２００９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２６２ ０．２９４９ ０．０５３２
２０１０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１５４ ０．０３２１ ０．２９４６ ０．１８６０
２０１１ ０．０２４７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７９６ ０．３９５０ ０．１３３４
２０１２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９０３ ０．３５９３ ０．０２８３

２．３　粮食主产区区域间和区域内泰尔指数分析
粮食主产区三大区域间的各收入来源泰尔系数均较小，

区域间人均收入泰尔指数呈显著下降趋势（表４），表明主产
区区域间农民收入差异不断缩小，主要归因于２０１２年国家通
过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缩小了东部地区与

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收入差异。经营性收入泰尔指数最小，

且有下降趋势，主产区区域间经营性收入差异减小，近年来土

地产出潜力已被充分挖掘。作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经营

性收入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农民种植意愿和积极性［１２］，因此发

展规模经营或产业经营，提高经营效率和边际收益率对于保

障种植业发展和粮食供给至关重要。同时，也有利于空闲出

来的农村人口向二三产业移动，增加工资性收入，从而形成联

动效应，带动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加。

表４　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粮食主产区区域间泰尔指数

年份
泰尔指数

人均纯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

２００４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３８３ ０．００４６
２００５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２９７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４９８ ０．００９５
２００６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６８３
２００７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４０６ ０．００１３
２００８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４３１ ０．００９３
２００９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３９７ ０．０１２４
２０１０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３１４ ０．００２４
２０１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１７２ ０．００５４
２０１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１２２

　　对粮食主产区三大区域内泰尔指数分析结果（表５）表
明，东部地区人均纯收入泰尔指数呈上升趋势，收入区域内差

异逐渐变大，差距主要源于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

收入。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农民人均纯收入也相对较高。

江苏省人均纯收入一般高于其他省份，且差距逐年加大。近

年来，江苏省深化推进城乡一体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大力

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推出“高效农业规模化工程”，

２００７年高效农业面积突破３３．３万ｈｍ２；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发展，培育了一批农产品深加工龙头企业，促进了农民增产增

收。中部地区人均纯收入泰尔指数变化不大，分配相对较为

均衡，微弱的波动主要源于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如东

三省地区的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由于国家政策倾斜，其人均年

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均相比其他中部城市较高，２０１２年
吉林省分别为３９２．９６、７９５．５６元，黑龙江省分别为５８０．３４、
７７２．９８元，湖北省人均年财产性收入仅为６５．８７元，河南省
转移性收入只有４２６．６６元。

表５　２００４—２０１２粮食主产区３大区域内泰尔指数

地区 收入构成
泰尔指数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东部 人均纯收入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６

工资性收入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６
经营性收入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９
财产性收入 ０．０６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７
转移性收入 ０．０５１ ０．１０９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２ ０．０８７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７ ０．１００ ０．０８２

中部 人均纯收入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工资性收入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４
经营性收入 ０．０８２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３ ０．０８６ ０．０９７
财产性收入 ０．６３１ １．０１６ ０．７５０ ０．７８７ ０．５４０ ０．５９９ ０．６４６ ０．７３５ ０．６９０
转移性收入 ０．２６６ ０．２６７ ０．３２１ ０．２８０ ０．３４９ ０．３０７ ０．２４４ ０．１５６ ０．１１９

西部 人均纯收入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８
工资性收入 ０．１２１ ０．１０７ ０．１１１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１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１
经营性收入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６ ０．１７４ ０．１９８ ０．２０７ ０．２２３ ０．１８６ ０．１９８
财产性收入 ０．４３１ ０．２７３ ０．２１５ ０．３３４ ０．２１７ ０．１５８ ０．０４６ ０．５２１ ０．３４３
转移性收入 ０．０８９ ０．１７９ ０．２９５ ０．２９５ ０．１４０ ０．１０８ ０．１８７ ０．１２１ ０．１９０

　　西部地区人均纯收入分配较平衡，但收入来源中各项收
入差异均较大，２０１２年四川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年均工资性收
入分别为３０８８．８６、１４５９．０５元，但四川省年均经营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均低于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农村

劳动力总数居于全国第二位，剩余劳动力转移程度很高，缓解

了四川省农村就业压力，也增加了农民工资性收入，为四川省

的经济发展和农村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然而劳

动力大量外流导致农业从业人员素质偏低，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低下，导致近年来农业产出减少，２００６年粮食单产仅位于
全国第１６位。内蒙古自治区主要以农业为主，是我国优质粮
食生产基地［１３］。虽然国家已加大鼓励和补偿力度，但农业生

产方式仍比较粗放，灌溉和技术条件较差，粮食生产效率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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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２０１２年粮食单产位于１３个粮食主产区末位，限制了农民
增收。因此要发展现代农业，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逐步

深化，推进“收缩集中，集约发展”的发展战略，促进各项收入

的同步增长。

３　结论和政策启示

综上可以得到以下３点结论：（１）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
资性收入仍然主产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区域总泰尔指数

自２００８年以来有上升趋势，且主要源于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
收入；（２）区域间泰尔指数较小，呈下降趋势；（３）东部地区人
均收入区域内差异逐渐变大；中部地区人均纯收入分配相对

较为均衡，微小的波动主要源于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西

部地区人均纯收入分配较平衡，但收入来源中各项收入差异

均较大。因此，改革土地管理制度，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强

农业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对

缩小区域农民收入差距、提高粮食主产区粮农生产积极性和

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３．１　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鼓励适度规模经营
扩大土地规模经营，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充分利用闲

置土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边际产出；鼓励重点企业下

乡与农民生产直接联合，促进农业产业化或形成农民自己的

农产品品牌，让农民“有利可图”；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

土地流动构建有效基础保障；优化社会保障体系，使城乡保障

制度一体化，消除农民脱离土地的后顾之忧。河南省发展了

多种形式的土地规模化经营，如农业龙头企业规模化经营、种

粮大户规模化经营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经营，均取得了很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１４］。

３．２　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与现代农业的
发展

逐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城乡人口、资本和资源等

要素的相互融合，在工业化过程中稳步推进农村居民城镇化，

增加农民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继续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

持农村的方针政策，提高农村交通、水电和通信等基础设施条

件；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农业，引导农民发展地

区特色产业，优化粮食品种和种植技术，增加优质粮和专用粮

的生产，协调推进农业生产机械化和集约化。山东省农业现

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如寿光市大力发展科技兴农，先后引进大

棚滴灌、臭氧抑菌和无土栽培等多项先进农业技术［１５］。同

时，还要发挥地区优势，发展不同的非农产业，增加农民工资

收入。东部地区应该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

业，而中西部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

较优势，形成东中西地区非农产业的联动发展。

３．３　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
粮食主产区农民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要推进农业现代

化和集约化发展，培育“懂文化、有技术、会经营、能理财”的

高素质农民。加大农业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加强田间学校

培训形式，大力发掘农村人力资源，培养一批专业大户、农民

合作社带头人、专业示范户等技术骨干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

管理型人才，更好地运用现代先进知识和技术推动农业现代

化发展；此外，还要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制度，促进农民形成

良好的理财意识，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强农民创收能力。

３．４　完善农业补贴制度，加大惠农补贴力度
建立稳定农产品价格机制，逐步提高农产品价格，使农民

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合理收益；建立新型粮食直补基金，将４项
粮食补贴与销区商品粮调销补偿金融合，增加农民转移性收

入；同时严格限制农业生产资料流通环节差价，构建农资价格

与农业补贴联动机制；另外，还要对农业保险进行财政支持，

适度提高对粮食主产区、中西部地区及重点粮食品种保险补

贴比例，提高农业防灾抗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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